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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许村许氏宗祠以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为修建高峰期，后经清及民国两代又多有修缮与重建。许

村许氏宗祠的修建高峰与许氏人口的变化峰值相符，原因是多元的。其一，明世宗的祭祀改革为其直接诱因；其二，

因人口变化而出现的人地关系调整亦为其肇因；其三，许氏各支需借宗祠来凝聚家族人心、统一家族意志、规范族

人言行、管理家族财富，以实现在新环境中的立足与发展，为其实际诉求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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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古村落每以单姓命名，数量众多，是该区域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社会结构关系的直观反映。徽州古时下辖六县，六县

之中，歙县为府治所在，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深厚的人文底蕴，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徽州治下的诸县中影响最甚。许氏乃歙

北望族，菁英辈出，南宋时许氏家塾“双桂堂”培养出如程元凤、方回等人；明嘉靖年间许氏家塾“四山楼”亦培养出明代重

臣许国，为嘉奖其功，万历十二年（1584）修建的八脚石坊至今仍屹立在歙县城内，可见许氏一族在当地名望之盛。

一、许氏宗祠概述

（1）许氏由来及分支据许氏族谱载，唐末吏部尚书许儒因朱温篡位，剿之不利，为避战祸，便携父自雍州（今陕西）南下

江南，初入歙州黄墩，却因此地亦多难民，人多姓杂，矛盾丛生，势难久居
①
，便请术士为子孙挑选宜居之地，得饶、歙二州四

地，分别为杨（婺源杨村）、铭（饶州乐平铭口）、昉（歙县昉源）、董（休宁董源）
②
，后世遂逐一迁之。昉溪为新安江上游

水源，该处地势肥沃，在许氏迁入前，便有杨、金、颜、詹、任、石、侯等姓氏
③
在此居住，时名“昉源”。许氏迁入后，日益

兴旺，反客为主，最终将村名改为“许村”，并与歙南吴氏南北相望。

许儒作为许村许氏族谱上的一世祖，育有四子，分别为知柔、知稠、知善、知节。其中次子许知稠便是迁往歙北昉源（今

许村）的一支，其余三子分别迁往另外三地。自儒公一世祖起，许村许氏至今已传四十六世。至第九世许宾时，始分东西二支，

许宾长子许理居村东，为东支始祖，次子许燎居村西，为西支始祖。此后，二支再分，明初许氏东支又分六支，以元代富商许

洪寿之子许德绍的六位儿子来划分，故后世以“六份”泛指东支。此六人为许启、许悦、许玄、许雷、许善、许周，六人中玄、

雷二份无传而止，次子许悦入继伯父许德芳门下，迁居屯田，故“六份”实为“四份”，且在许村范围内的仅存“三份”。至

新中国成立前，许村许氏东支三份分十门，西支分八门，共计十八门。随人口消长，十门中又分旁支，如东支邦伯门又分四个

支祠，分别是逸庵祠、四义祠、三智祠、敦义祠，取仁、义、礼、智为名；又如西支环里门则分六个支祠，分别是明善堂、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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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堂、怡乐堂、崇正堂、大方伯、正学堂。在此之下，还可再分，称为“小份”，由于数量繁杂，故难逐一统计。

（2）许氏祠堂数量、形制与分布许村历史上可查的祠堂数量大小共计 40 处
[1]
，多建于明代。据统计，至今基本保存完好与

残存的祠堂尚存 10 处（表 1），其余祠堂均不复存。

表 1 许村现存祠堂统计

祠堂名称堂号名称 初建年代 重修年代 具体位置形制规模当前状态

邦伯第 敦本堂 明嘉靖年间 民国十三年（1924） 许村前溪三进五间 完整

邦宪门 悍伦堂 明嘉靖年间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许村东升 —— 残存

环里门 世恩堂 明嘉靖年间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许村环泉三进三间 残存

祥里门 敬爱堂 明嘉靖年间 清嘉庆十七年（1812） 许村东升三进三间 完整

四义祠 昭德堂 明万历年间 民国十九年（1930） 许村东升三进三间 完整

金川门 敦睦堂 明万历年间 —— 许村金村三进三间 残存

大宅门 云溪堂 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 —— 许村楼下三进三间 残存

郡伯门 敬思堂 明末 清光绪年间 许村高阳三进三间 残存

何氏支祠 德本堂 清雍正年间 1992 年 许村前溪两进三间 完整

吴氏支祠 —— —— —— 许村前溪两进三间 完整

二、许氏宗祠的历史变迁

据《重修古歙城东许氏世谱》
④2
载，明正德年间（1506-1521），许家便已在村中修建祠堂，以祀先祖。至明嘉靖十五年（1536）

昭天下臣民祀始祖，许氏一族方始大规模修建宗祠。故许村内多数祠堂都建于明嘉靖以后，此前家族的祭祀活动多集中在村内

的寺庙中进行，如村南青山头登堂庙与西沙埵协忠庙。自嘉靖十五年起，许氏宗祠的修建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嘉

靖至明末时期，该阶段是许村祠堂修建的初始阶段，但大部分宗祠均在这一阶段建成，如邦伯门、邦宪门、环里门等均建成于

嘉靖年间，统宗祠、四义祠、大宅门等建成于万历年间，而群伯门、逸庵祠、城东许氏宗祠等则建成于明末；第二阶段为清康

熙至道光时期，这一阶段主要是各个宗祠的修缮与重建阶段，统宗祠、祥里门、金川门、西沙堤门等均在这一时期得到修缮或

重建，但一些重建后的祠堂与前代相比无论是规模形制还是建筑位置都发生了改变，如许氏统宗祠、城东许氏宗祠等祠堂就进

行了迁建与改建；第三阶段主要集中于清末至抗日战争之前，这是许村各祠堂再修与再建阶段，祠堂功能由祀祖与家族集会向

兼顾教育转变，且以教育功能为主；最后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建国初期许村主要宗祠仍被当作教育场所继续使用，后因建设需

要，村内一些宗祠被拆毁，“文化大革命”时期村中主要祠堂又被改造成村委会，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以专用经费来对现存的

各祠堂进行抢救性保护，并设立文物保护单位加以监管。

（1）明嘉靖至明末时期许村宗祠有据可考的建设始于明正德年间，此后便开始大规模修祠祀祖，嘉靖以后，修祠之风愈盛。

此间，许氏东西二支十八门均修建了祠堂，从许村地理方位来看，它们依次由北向南分布在金村、河前、前溪、东升、高阳、

环泉、楼下、古山下、青山头、沙埵等位置，基本占据了许村所有范围，体现了许氏家族在村中的主导地位。东支十门中，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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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见(明)许光勋纂修《重修古歙城东许氏世谱》宗祀条规序，明崇祯七年木刻活字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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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邦伯门、祥里门、邦宪门、群伯门的宗祠均为于前溪、东升、高阳三处，其中还包括由邦伯门分出的四义祠，而已毁的各

派宗祠亦位于该区域，此乃古时富资里的核心范围，也是许氏东支的主要聚集地区，位于整个村落的北部。西支八门中，现存

的环里门、金川门、大宅门、青山门、西山堤门的宗祠分别位于环泉、金村、楼下、青山头、沙埋五处，其余已毁的各派宗祠

也多位于这些区域，是许氏西支的主要居住区，除金村位于整个村落的西北外，其余区域均位于许村南部。从各派宗祠的方位

分布可以看出，许氏自第九世许宾分东西二支后，便开始大规模地占据许村的地理空间，东支居北，西支居南。而九世之前的

许家多居于村西南的环泉处，此地可看做许氏家族的立基之所，也被称作“老屋堂”。因此在明嘉靖年间，由许世积之子许希

禹倡建许氏统宗祠，该祠不仅包括许氏东西二支，亦含外迁的许氏分支，所建位置便在环泉。明万历年间宗祠被毁，后许家将

统宗祠迁至位于高阳的任公祠内，但这一举动引起了以任姓为首的其他家族的不满，围绕这一矛盾，许氏与许村内其他家族的

官司打了十余年，最终虽胜，却非善终。

（2）清康熙至道光时期经明末至清康熙以后，村中各家祠堂多有损毁，由康熙至道光年间，许氏族人花费人力钱财对自家

宗祠进行修缮或重建。尤其在对待许氏统宗祠的重建问题上，显得格外慎重。由于久占外族祠堂进行祀祖，确显不妥，势难久

行。于是在清康熙年间，许青岩与许三用共同倡议重建许氏统宗祠，很快东西各门派及外迁各分支便达成共识，但在选址问题

上东西二支持有不同意见。最终在康熙三十年（1691），由城东派许国之孙许志宁提议将一本堂建于村内高阳四山楼旧址，理

由为祖父许国声名显赫，而四山楼是其少时读书之所，必为风水宝地。重建后统宗祠占地约 3100m
2
，为村内最大规模祠堂，许

氏一族所有分支均在此祀祖。当时许氏东西十八门约定，每门在宗祠外设砖窑一座，每座砖窑以单砖相连，环祠堂一周，以示

各门派血脉相连。太平天国时期，战火导致祠堂中进焚毁，前后部分得以保留。此后祠堂后部仍用作祀祖祭神，前部在光绪年

间变为校舍，许村历史上第一座新式学堂“公立务本两等小学堂”就建于此处，由许家修、许炳文、许煜堂三人于光绪三十三

年（1907）合力创办。

整体而言，清代为许村各家祠堂的重建或重修时期，除统宗祠由村西环泉迁至村东高阳外，其余祠堂均未迁移。但有一些

祠堂的形态还是发生了变化，比如建于明末的城东许氏宗祠便在清雍正至乾隆年间改变了初始形态。该祠原先并非采用中轴对

称布局，其大门独立于整栋建筑，位于祠堂的东侧，由一座门坊与门楼组成，穿过其后经一道窄巷西折入“责难陈善”堂，入

堂前院后再西折才能进人祠堂主体部分。祠堂主体为三进五间，前部为前厅，挂有“敬宗睦族”匾，中进名为“旌义楼”，后

进内立“远会公像”，在祠堂正前方还有一座御书楼。明代城东许氏宗祠采用了非对称式布局，整栋建筑群由门坊门楼、陈善

堂、祠堂与御书楼四个独立建筑构成，祠堂主体位于整个建筑群的西部。清初该祠多处倾毁，自雍正年起，许氏家族前后两次

对该宗祠进行修复，但经修复后的祠堂形制发生了变化，由原先非对称式布局改为对称式布局。第一次修复在雍正三年（1725）

完成，这次修建仅限于寝堂部分，并未改变祠堂形制。第二次修复始于乾隆二年（1737）秋，止于乾隆五年（1740）冬，历时

四年，不仅将祠堂主体进行修复，还改变了原有格局，整栋建筑由非对称布局改为沿中轴对称的形态。祠堂正门由东侧移至正

南，建在原御书楼处，从正门入内便是重建的诰赦楼。诰赦楼分两层，扩面五间，通过诰赦楼西侧的廊道便可前往祠堂正厅，

正厅形制与之前无异，其东西各有偏厅，西侧为义仓，东侧为厢房，正厅之后便是寝堂，寝堂东侧为明代“责难陈善”堂所处

位置，后改为许氏社屋，名曰“高阳祖社”。清代城东许氏宗祠的主要变化集中体现在由非对称格局向对称形态的转变，另外

包括一些独立建筑的重建也与之前的形态有异，多表现为规模形制的扩建与装饰效果的提升。经重建后的宗祠与明代相比，不

仅在形制规模上发生了变化，其功能也由单一的祀祖场所向义仓、文会、义学、社屋等综合形态转变，其内部甚至出现了假山

池塘、荷花桃李等自然景观元素，体现了一种宗祠园林化的倾向。

（3）晚清至民国时期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明令规定将书院、祠庙、义学、社学诸传统教育机构改为兼习中西的

新式学堂，各省郡均效此法，分别开设高等与中等学堂，州县则鼓励私人创办小学堂，并于次年（1902）颁布《钦定学堂章程》，

随后（1904）又发《奏定学堂章程》，明确了现代学堂的教育制度与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因此许村在清末至抗日战争前这一

阶段出现了一些新式学堂，它们多以宗祠为校址，利用宗祠的建筑空间来开办新式学校。如许家修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

办的“公立务本两等小学堂”就以许氏统宗祠为校址，将祠堂前部空间改造成校舍以供使用。又如宣统元年（1909），处村内

西北金村创办的“私立正本初等小学堂”不仅以惇睦堂为校址，还以该祠祠款为学校基金，故更名“私立惇睦初级小学校”，

民国三十五年（1946），学址又迁至许宗源祠堂，改名“歙县许村乡金溪村国民小学”。再如 1938 年，村内西沙创办的“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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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初级小学校”亦以祠堂为校址。这一阶段在许村影响最大的教育机构是建于民国十六年（1927）的“私立仪耘小学校”。

该校虽属新建，亦非占用宗祠为校址，但其发展规模较大，致使村中其他以宗祠为校址的学堂均变其分部，如统宗祠、大墓祠、

许宗源祠等，该校后期更名“歙县县立许村完全小学”，推行完整的现代教育模式，为县立重点学校。此外，该阶段许村还存

有一些在支祠开设义塾或私塾的传统教育机构，如设于光裕堂的私塾门下便有学生 30 多名。晚清至抗日战争前是许村宗祠功能

集中转变时期，主要体现在教育功能这一方面。此前村中承担教育功能的建筑多单独建造，不与宗祠混用，而新式学堂的出现

使受教人数有所增长，需更大面积的建筑空间来满足教学功能，因此村内祠堂便成为开办学校的理想场所。

（4）新中国时期 1949 年后，许村基本沿用了民国时期以宗祠为校址的校舍，但也有一些祠堂改为他用，如光裕堂变为许

村林场所有，终因年久失修而倾圮。还有一些祠堂因建设需要而被拆除，如郡伯门敬思堂就因建许村区公所而被拆除，今仅存

一门坊；再如泉泽门祠堂因建许村中学教师宿舍而被拆除。“文化大革命”以后，许村仍尚存许多明清古建筑，1996 年许村被

安徽省政府定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2006 年国务院将村中基本保存完整的 15 处明清古建筑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就

包括邦伯门敦本堂、郡伯门敬思堂门坊、邦宪门大墓祠、祥里门敬爱堂、大宅门云溪堂 5 处祠堂及遗址。另外一些保存较完整

或还未完全倾圮的支祠也被政府拨款进行保护与修复，如四义祠昭德堂、金川门惇睦堂、环里门世恩堂、何氏支祠德本堂等。

新中国时期许村宗祠演变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世纪 50 年代至 80年代，期间村中祠堂多有拆改现象；第二阶段为

20世纪 90 年代至今，该阶段由于政府拨款保护，村中幸存的宗祠建筑多被修复，但仍有一些祠堂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如环

里门世恩堂如今仅存梁柱，大宅门云溪堂也因中进坍塌而仅存门楼与后进部分，因此对于这些保存不尽完整的建筑的保护工作

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力量进行关注与呼吁。

三、许氏宗祠的演变机制

（1）政治因素 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是许村修建宗祠的高峰阶段，村内多数祠堂均建成于这一时期。该现象与明代宗族祀祖

制度有直接关联。洪武二年（1369），徐一夔等人奉朝廷之命进京纂修礼书，次年（1370）书成，朱元璋赐名《大明集礼》。

该书为明代礼制之始，书之卷六《吉礼·宗庙》详细规定了品官家庙之形制、祠堂制度、家庙图样等内容，几乎照搬朱熹《家

礼》中有关祠堂之制的规定，书中亦无避讳，直言“国朝品官庙制未定，权仿朱子祠堂之制。”该书对于庶民祀祖亦有明确规

定，庶人无祠堂，惟以二代神主置于居室之中间，或以他室奉之，其主式与品官同而无椟
①
。

明初对于庶人祀祖之规定乃效历代做法，不设祠堂，仅祀祖父母、父母两代先人，主式置于居室之中，其形与品官同而无

椟。虽然庶人祀祖之规并无变化，但品官家庙之制较之前朝却有进步：

圣祖既建四亲之庙于金陵，即以此达乎天下，品官俱许祀四代，……视古渥矣
[2]
。

明代管志道赞许太祖允品官祀四代先祖的做法已超越前代礼制。将朱熹《家礼》的内容纳入官方礼制典籍已可看作明初礼

制规范的突破性举措
[3]
。此后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曾对庶人祀祖制度做过修改，将只祀二代的规定改为祀三代先祖，如

明嘉靖朝罗虞臣言：

至于神位之制，国初时用知县胡秉中言，定庶人三代之礼，以曾祖居中，祖左祢右，斯盖圣代之懿规也。今士夫祭及四代，

亦宜以此为
[4]
。

又《留青日札》载：

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祢右；士大夫祭四代，高居中左，曾居中右，祖左祢右，乃国初用行唐县胡秉中言也，人多

不知
[5]
。



5

再者清《续四礼翼图说》载：

明初上海胡秉中宰行唐，为三图，教民奉先，导民孝义，劝民读书，洪武十七年入觐，进呈太祖，命礼臣三图合刻，颁行

郡邑，依此教民
②3
。

此变对民间影响至深，为日后宗族祀祖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嘉靖十五年（1536），明世宗对皇家祭祀之规进行改革，并采纳礼部尚书夏言的建议将官民祀祖制度进一步放宽，不仅允

许天下臣民祭祀始祖，还可修建家庙。据夏言奏疏《请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载：

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庙制亦未有定制，天下之为孝子慈孙者尚有未尽申之情。臣忝礼官，躬逢圣人在天子之位，又

属当庙成，……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乞诏令天下，使大小庶官皆得拟而为之，凡

唐宋以来一切三庙、二庙、一庙、四世、三世、二世、一世之制，繁杂破碎多碍而少通者，一切除去之，一以五室、四室为率，

庶几三代之制、程朱之义通融贯彻，并行不悖。所谓不规规于往古之迹，而亦不失先王之意在是矣。惟圣明断而行之幸甚
[6]
。

世宗此令在社会上反响尤甚，为民间修祠祀祖之风起到了推波助澜之功。夏言在奏疏中言明无论官庶均以一庙五室或一庙

四室之规模修建宗祠，于冬至、立春二节祀始祖，在祠内设临时牌位，不可常设牌位用以久祀。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少有人遵

规循法。官员纷纷修建宗祠祀祖继而导致同族各支连宗共祀之现象，凡品官修祠祀祖成常态之势，民间亦多法之。实际上当时

本就存有不少越礼逾制修建宗祠的现象，如许村在正德年间便已有宗祠用以祀祖，只不过世宗此令将这一现象合法化，庶民不

必再行遮掩，家庙遂逐渐发展成为家族共祭的大宗祠，各州县府亦多听任之，于是便形成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普遍修祠祀

祖之现象。而徽州则为受此政策影响最甚地区之一，如徽州歙县《许氏家庙碑》载：

夫七世之庙惟天子尊，次五而三，次二而一，要皆以位为差，不仕不田，不田不庙，礼有顺而讨者是也。文公之制《家礼》

也，位不必同而庙同，我世祖因之，合九为一，无虑诸侯王大夫士庙一而已。吾郡故刑礼俗，遵世祖而法文公，凡诸贵族世家

一祠足矣，礼有经而等者是也。既祠而庙，君子何谓已渎乎，宗则有祠，继别而为大宗也；家则有庙，庙继祢而为小宗也
[7]
。

此等按大小内外之制修建宗祠的做法明显与嘉靖十五年的祀祖规定相去甚远，其做法亦非合夏言所疏，却在徽州地区十分

流行，许村许氏统宗祠、城东许氏宗祠便按此法而建。因此明世宗的诏令虽对家庙祭祖有明确限定，但客观上却造成了此后明

代修建宗祠的热潮，加速了宗祠的普遍化
[8]
。

（2）人口因素 明嘉靖时期是许村人口繁衍的高峰阶段，十氏前由于人丁稀薄，许氏家族多集中于村内环泉一带，至今该

地仍被称作“老屋堂”。据现存许氏族谱统计，前十氏的人口增长十分缓慢，每世不超 10 人
①
，从第十氏至第十六氏，人口由

16人增至 176 人，是许村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期，约南宋开禧至嘉定年间（1205〜1224）。这一现象主要源于第九氏始分东

西支后，二支再行繁衍之结果。此后人口一直处于平稳状态，直至第二十六氏许村人口达到历史峰值的 519 人，约明嘉靖年间

（1522〜1567）。十氏之前，许家还多集居一处，未现族人外迁，但实际上其生存空间已显局促之态。九世祖许宾死后，其子

许理、许琼便开始分家外迁，这一现象更加表明了原先土地已无法满足许氏人口的增长，因此需要通过外迁来使族人的生活得

以维续。从第九氏分东西支开始，许氏一族便在村中日益壮大，到明代已经侵占了许村的大部分地理空间，至明世宗特赦官民

皆可祀始祖建家庙后，许氏一族在村中早已枝繁叶茂，东西二支共分十八门，每门又分支祠，每门每支均需修祠祀祖，各支还

连宗共祀修建大宗祠。家族的繁衍势必引发人口与土地的供给矛盾，也是导致家族分产、分居、分支的肇因之一。许氏迁居许

村，先为客姓，后为主姓，此间不仅与村中其他姓氏产生矛盾，如前文所述许氏与任氏的宗祠使用权之争，即便是许氏内部亦

有一些因土地而引起的家族矛盾，如东西二支对于统宗祠选址的争执问题，最终虽能妥协，但这些矛盾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村

3
①（明）徐一夔，等：《大明集礼》卷六，明嘉靖九年内府刊本。

②（清)吴尚增：《行唐县新志》卷二《图经》，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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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景观形态的改变，是人口与土地关系进行不断调整的结果。

（3）文化因素 明清徽州普遍修祠之现象除受朝廷政策及人口繁衍的影响以外，还与宗族借祠堂以巩固家族内部团结，建

立家族内部秩序，实施对族人的控制等因素有关。由于人口增长导致人地矛盾曰益激化，而家族内部分化则是解决这一矛盾的

合理途径，即通过族内人口外迁建立新的支系，即子族。从功能角度讲，族人外迁后需要通过宗祠来达到凝聚人心、统一策略，

对族人言行实施管控，增强家族经济基础等目的，以在当地立足繁衍。

共祀一祖是家族血缘关系的重要标志，徽州宗族对祖先的祭拜一般通过宗祠祭祖的方式来实现，这是增强家族凝聚力的重

要途径。通过祀祖以凝聚人心，通过祭仪来规范族人言行。在徽州地区，祭祀为宗族大事，众祭产、祭仪皆需有人经办管理，

仅靠族长一人力所不逮，故族众以轮首制来对祭祀进行管理。在管理过程中，无论轮首与族众，凡不符宗祠仪规者必有惩戒，

这是对族人进行约束的具体途径。如许氏对祭墓分胙就有明确规定：

吾宗坟墓非一处，标祀之典亦非一日所能遍也。有舟往者，有路行者，是宜群族人而扫松楸也。然道途之遥，供亿之烦，

人情有所难而轮首有所不堪也。乃定为四十八分，析而俭九十六人。九十六人之中而犹有不至墓所者，此岂有水木本源之思者

乎？甚至沿途生事，朋比虚人。颁胙之际，饮而丧仪，醉而败德，讥讪轮首，悔慢尊长，是宜查明，以罚其胙。有登舟而不至

墓所者，其罚同
②
。

又如对元旦祀祖亦有仪规：

元旦五鼓拜谒家庙，族人少长咸集，鼓三通，礼生唱礼，挨次序立。四拜礼毕，照行埒排列昭穆，相与对拜毕，尊行立次，

行拜，尊行答揖，退次，行立第三行，拜，次行答揖退，以次挨行递拜，毋许参差不齐，及不拜者，查出议罚。拜毕，以次列

坐而饮，饮三行，揖而退。凡此皆所以叙昭穆、秩名分、重本慎始之道也。无何，族人中有不知本源，有无故不到者，有到而

不拜祖宗者，甚至有越次不循规矩者，查出议罚
③
。

再如每年春秋二祭之仪规：

鬼神栖于幽，凡祭以黎明为节。吾宗祭之怠也，直至己午，人多不至，虽至而衣冠礼仪不肃，何以交神明、伸孝思乎。今

立定规：五鼓聚齐，祭以黎明，而凡威仪仪物之类，立糾仪、礼生二名以察。其致祭之仪，尽志尽物，期于感格。黎明而祭不

举者，罪其轮首之人。过时不至，与祭而衣冠礼仪不肃者，罚其胙，仍书于痒恶匾。某人于春于秋怠一祭，三犯而治以不敬之

罪
④4
。

除以祭祀仪规对族人进行控制外，宗族内还以祠堂为场地对族人进行宣教活动来教化族人，如许氏曾在祠内立匾以扬惩善

恶，教化族众：

立彰善、瘅恶二匾于祠，善可书也，从而书诸彰善之匾，恶可书也，从而书诸瘅恶之匾，屡善则屡书而善者知所劝，屡恶

则屡书而恶者知所惩，使其惩恶而为善则亦同归于善，是亦与人为善之意也。树德务滋，与众旌之，积恶不悛，与众弃之，人

何不改恶趋善哉
①5
。

4
①氏谱中统计之人口均指男性。

②（清)许登瀛：《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八《许氏家规·清明墓祭》，清乾隆二年木刻活字印本。

③（清)许登瀛：《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八《许氏家规·元旦团拜》，清乾隆二年木刻活字印本。

④（清)许登瀛：《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八《许氏家规·春秋祭祀》，清乾隆二年木刻活字印本。
5
①（清)许登瀛：《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八《许氏家规·彰善瘅恶》，清乾隆二年木刻活字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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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惩戒之刑亦在祠堂中进行。诸仪规在约束族人行为的同时，亦提升了家族的向心力，促使族人心神一致，有利于

家族的繁衍与稳定，这是宗族文化的体现，而宗祠正是这种文化的集中载体。

四、结 语

许村许氏宗祠的修建以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最甚，后又经清及民国两代的重建与修复，至今多数祠堂已不复存。可以

发现，许氏宗祠的修建阶段与许氏人口的繁衍变化休戚相关，许氏人口至九氏分东西二支后，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经宋

元至明嘉靖朝，人口达到峰值，此后便有回落之势。而许氏宗祠的修建区间亦与其人口增长的峰值区间相符，明嘉靖至万历年

间是其高峰阶段，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元的。其一，嘉靖朝“大议礼”拉开了明代革新的序幕，而明世宗祭祀政策的改革

则为其直接诱因。政府允官庶皆可修庙祀祖导致了修祠祀祖之风大盛，不仅自家修建祠堂，各同族支祠间还连宗共祀修建大宗

祠。其二，许氏因人口繁衍而出现的人口与土地关系的调整亦为其肇因。皖南多山，用地有限，人口增长势必带来家族内部的

分化，许氏至九氏始分东西二支，这一现象就是人口与土地依存关系调整的证明。随着家族的不断繁衍，许氏一族逐渐反客为

主，侵占了许村大部分的土地空间，至明世宗时已是枝繁叶茂，东西二支共分十八门，每门均需修建宗祠，故明嘉靖、隆庆、

万历三朝许村修祠祀祖之风如此之盛与其人口增长不无关系。其三，以现实诉求而论，家族内部需借宗祠祭祖凝聚人心，促进

家族和谐，规范族人言行，维持家族秩序。宗族分支外迁后，需面对如何生存与繁衍诸现实层面之问题，而修建宗祠给诸问题

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场所与途径，一来通过制定祭祖仪规可凝聚人心，规范族人言行；二来还可通过宗祠管理族产，积累家族财

富；再者宗祠给家族提供了一个集会商议、扬善惩恶、教化育人的场所，从其功能角度看，宗祠对于家族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总之，许村宗祠的演变过程只是表象，其背后折射出的人口变化以及徽州地区独特的社会形态特征才是研究之要旨。在当

代美丽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更需要充分发掘历史现象中的机制性成因，为区域性聚落社区的人居环境设计提供更

加准确合理的理论支持。在徽州，尽管时代变迁，但文化的认同与血脉之归属却得以延续。宗祠给当地人民所带来的认同与归

属是该地区传统聚落得以存在并发展的重要因素，诸传统聚落景观形态的最终塑成也与宗族文化休戚相关。聚落景观的变迁是

一场时空过程，因此对于区域性乡村人居环境的设计决不能割裂历史的传承，原真性的体现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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